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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人三家《詩》分類
理論中的“師承法”
———以劉向及《説苑》爲例
張錦少
　 　 【摘　 要】本文以劉向及《説苑》爲例，指出清人誇大師法、家
法的作用，并以此作爲通則，凡認定某人治某《詩》，其著作所見
《詩》文、《詩》説就歸入某《詩》，推而及之，祖輩治某《詩》，其子孫
必定代代相傳。清人把這個認識用在三家《詩》分類上，使三家
《詩》佚文遺説大量增加，且家數判然。然而清人强調師法、家法
的同時，忘記了漢儒治學也有其别出心裁、博學多聞的特色，因此
在判斷家數的時候往往有牽强附會的地方。我們今天重新檢視
三家《詩》材料，當詳考其治學歷程，以其《詩》説比對同屬某家
《詩》學者之《詩》説，辨明異同，始下判斷。即使二人同治某家
《詩》，其引《詩》、説《詩》的文字亦容或有異，不必如清人般强求
一致。本文同時提出今後完善三家《詩》分類方法時，應當注意古
籍重文互見的現象，同時要善用新出土的以及緯書的材料。
【關鍵詞】清代　 三家《詩》　 分類方法　 劉向　 《説苑》
一、前　 　 言①
清代三家《詩》學研究與三家《詩》佚文遺説輯佚工作相輔相成。漢代
① 案：拙文寫成後，承本刊評審人惠示意見，匡正不逮，謹此申謝。
《詩經》傳授有魯、齊、韓、毛四家可考，東漢之季，鄭玄（１２７—２００）箋《毛
詩》，由是《毛詩》獨尊，三家《詩》學日趨式微。《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
西晉①，《韓詩》亡於南、北宋間。由於三家《詩》的文字和詩説皆已散佚，所
以學者研究三家《詩》首先要從輯佚開始。三家《詩》輯佚的工作，始於南宋
王應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的《詩考》，後經范家相（１７１５—１７６９）②、阮元（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陳壽祺（１７７１—１８３４）、陳喬樅（１８０９—１８６９）父子等人窮搜博考，成
果豐碩，兩漢三家《詩》佚文遺説於是蔚然可觀，而王先謙（１８４２—１９１８）《詩
三家義集疏》則集其大成，是書有關三家《詩》的材料主要襲用陳氏父子的
《三家詩遺説考》。
學者面對材料衆多的三家《詩》經文、《詩》説，分類是首要的工作。所
謂分類，指將輯録自他書的《詩》佚文遺説，分别歸入魯、齊、韓三家。舉例
來説，輯自《文選注》引《韓詩》、《韓詩章句》的材料，便歸入《韓詩》一類去，
本文稱爲“直引法”③，這類注明家數的材料最可靠。然而清人輯佚得來的
材料，很多是没有注明家數的。那麽爲甚麽在《詩三家義集疏》裏，《詩》佚
文遺説的分類能够井然有序、家數分明呢？這得靠自王應麟以來，三家
《詩》學者發展改善的分類方法所賜。除“直引法”外，清人基於漢儒治經專
守師説的認識，發展以“師承法”爲標準的分類方法。舉例來説，清人以劉
向（前 ７７—公元 ６）家學《魯詩》，故凡與劉向有關的作品、言論徵引或説解
《詩經》的材料，都歸入《魯詩》佚文遺説裏。“師承法”的建立，大大促進了
輯佚材料分類的進度，因爲學者確立了傳經譜系之後，其他不能以“直引
法”、“師承法”分類的材料，都可以用類推或排除的方法來歸類。如劉向
《詩》説既屬《魯詩》，那麽其他古籍引《詩》、説《詩》的材料與劉氏《詩》説
相合的，便可類推論定爲《魯詩》，這種方法叫做“推臆法”；相反，相關材料
與劉氏《詩》説相反的，則可以排除在《魯詩》説之外，這種方法叫“删去
法”。從理論上來説，這種分類方法是合理的，如果以“直引法”、“師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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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隋書·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
箋》，至今獨立。”（〔唐〕魏徵、長孫無忌等《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５６ 年，據清乾隆武英殿
刊本影印，卷三十二，第 １５ 頁上。）
案：范家相生卒年據陳鴻森《清代學術史叢考》，載《大陸雜志》第八十七卷第 ３ 期（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１—１２ 頁。
案：臺灣學者賀廣如歸納清人三家《詩》輯佚分類方法爲“直引法”、“師承法”、“推臆法”和“删
去法”，釋義明晰，所論甚詳，本文所論分類方法即據賀氏的説法，詳參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
〈詩〉輯佚學》，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２３ 期（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０５—３３６ 頁。
分類的材料可靠的話，建基於這兩種方法之上的“推臆法”和“删去法”便相
對可信。换言之，推臆、删去二法是否可靠端賴根據“直引法”和“師承法”
分類的輯佚材料是否可信。“直引法”由於來源明確，問題不大，值得探論
的是“師承法”，因爲它是三家《詩》分類理論的關鍵。
陳喬樅《〈魯詩遺説考〉自序》云：
考《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
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
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著《説苑》、《新
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①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於三家《詩》遺説襲用陳書，亦以爲劉向習《魯詩》。
陳、王二家判定劉向《詩》學宜屬何家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確立漢人傳經
最重家學這個總原則，然後根據《漢書·楚元王傳》關於劉向先祖習《詩》的
記載，認定楚元王劉交所習爲《魯詩》，進而利用漢人重守家法的前設，得出
劉向必習《魯詩》的結論，從而推斷《説苑》、《新序》、《列女傳》諸書所稱述
的《詩經》材料必定是《魯詩》經文、《詩》説。就論證步驟來説，陳、王二家
這種層層遞進的論證方法説得通，問題是每一個步驟必須先證實是對的，
纔可以有下一步的推論。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第一，漢人傳經是否必守家
法？第二，《楚元王傳》有没有明文説劉交習《魯詩》，又有没有交代劉向是
否習《魯詩》？第三，《説苑》、《新序》、《列女傳》是否劉向所著？如果我們
不能論證漢人傳經必守家法，那麽劉向習《魯詩》之説就没有確切的依據，
以“師承法”來分類的方法至少在劉向身上行不通。即使劉向習《魯詩》，如
果《説苑》等書只是劉向編纂而非撰著，把《説苑》等書引《詩》、説《詩》的材
料歸入《魯詩》的做法是否恰當呢？在此基礎上所作的“推臆”、“删去”方
法其可靠性更不用説了。本文之撰，旨在以劉向及《説苑》爲例，重新探討
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藉以小見大之法，指出以《詩三家義集
疏》爲代表的清代三家《詩》分類理論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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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陳壽祺撰、陳喬樅述：《〈魯詩遺説考〉自序》，載《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臺北：藝文印
書館，１９８６ 年，據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影印，第 ３ 頁上。
二、以劉向爲例論三家《詩》
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
　 　 （一） “師承法”的根據
葉國良在《詩三家説之輯佚與鑒别》一文裏指出，“傳經宗派、師承授受
的研究”是清人輯三家遺説進展較前爲大的原因之一。他説：
從宋代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開始，經明代朱睦■的《授經圖》、清
代朱彝尊的《經義考》、萬斯同的《儒林宗派》，到洪亮吉的《傳經表》，
已經趨於完密，一編在手，宗派瞭然，對輯佚自然有很大的幫助。①
所謂宗派，指學者根據史籍記載，以師法、家法爲斷，分辨兩漢經學家的派
别。以《詩》爲例，宗派瞭然，自然容易將魯、齊或韓家經學家著作中引
《詩》、釋《詩》的材料輯録，并據此判定家數。關於兩漢三國經學宗派的研
究，清末學者唐晏（１８５７—１９２０）的《兩漢三國學案》無疑是這方面的代表
作。是書按《周易》、《尚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爲次，主要摘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的記
載，依據師承關係、時代先後，以經爲綱，以派爲目，將相關經學家分門别
類。《詩》分魯、齊、韓、毛四派，《魯詩》派 ６０ 人，《齊詩》派 ２６ 人，《韓詩》派
５５ 人，《毛詩》派 ３８ 人，不詳其宗派者 １１ 人②。
《兩漢三國學案·詩》將劉向定爲《魯詩》派，唐氏云“《列女傳》引《魯
詩》説”③、“《説苑》、《新序》引《魯詩》説”④。劉向習《魯詩》已經成爲清
代三家《詩》學的定論，前揭陳喬樅《〈魯詩遺説考〉自序》：“向爲元王子休
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著《説苑》、《新序》、《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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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葉國良：《詩三家説之輯佚與鑒别》，載於《編譯館館刊》第九卷第 １ 期（１９８０ 年），第 ９８ 頁。案：
此文又見載葉國良《經學側論》，臺北：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８１—１００ 頁。
〔清〕唐晏著，吳東民點校：《兩漢三國學案》卷五，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１１—２１３ 頁。
數據據筆者統計。
《兩漢三國學案》，第 ２２５ 頁。
《兩漢三國學案》，第 ２３１ 頁。
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此數語最爲明瞭。又陳氏
《〈齊詩遺説考〉自叙》引陳壽祺言漢儒重家法説云：
先大人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
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顯於儒林。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
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家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①
换言之，劉向習《魯詩》這個結論是清人基於“漢人傳經，最重家學”這個認
識而來的，而重家學的表現是“守家法”，即所謂“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
變”。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正是建基於清人關於兩漢經學中
師法、家法問題的研究，而清人著述中關於師法、家法之辨的重點是漢儒治
經專守家法。皮錫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在《經學歷史》中説得很清楚：
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
是而非能臆説。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②
“師承法”的運用正是基於這種“謹守訓辭，毋得改易”的認識，而這個看法
是清人建構的漢家傳統，事實是否如此呢？下面我們以劉向爲例，論證清
人此説不可信。
（二） 以劉向爲例，論漢儒治經專守一家之説不可信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 ７９）③，卒於成帝綏和
元年（前 ８），係漢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劉交之後，陽城侯劉德次子。據《漢
書·楚元王傳》記載，劉交生休侯富，富生辟彊，辟彊生德，德生向④。論劉
向之《詩經》家學，必先溯源於元王交。《楚元王傳》曰：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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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齊詩遺説考〉自序》，載於《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第 １ 頁下。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３ 頁。
劉向生卒年據錢賓四《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 年，
第 ９—１０、６３—６４ 頁。
詳參〔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９２１—１９２９ 頁。
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
别去。①
又云：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
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
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②
諸家論劉向《詩經》家學悉據此文爲説，然細審文理，實有以下數端值得注
意。其一，元王與申公俱學《詩》於浮丘伯，則元王《詩》學非傳自申公明矣，
謂元王與申公《詩》學同源可以，但不得因申公傳《魯詩》，而逕謂元王亦傳
《魯詩》。其二，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元王有子辟非、郢客③、禮、
富、歲、埶、調④，諸子所讀之《詩》亦出自浮丘伯。其三，申培“始爲《詩》傳，
號《魯詩》”，顔師古《注》曰：“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説，若今《詩毛氏傳》
也。”⑤而“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顔《注》曰：“‘次’謂綴集
之。”⑥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宋人劉攽（１０２２—１０８８）之説：“‘次之’，‘之’
字衍。”⑦王氏則認爲“‘之’訓‘其’，非衍字”，⑧意即元王亦次申公《詩》傳。
問題是如果元王只是綴集申公《詩》傳，何以更號曰“元王詩”？元王深於
《詩》，故以“元王詩”名，當有别於《魯詩》。而事實上西漢傳《詩》的并不止
四家。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安徽阜陽一號漢墓出土了一批《詩經》竹簡，此批竹簡
乃墓主汝陰侯二代夏侯竈的陪葬物，整理者稱爲《阜詩》。夏侯竈卒於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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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漢書》，第 １９２１ 頁。
《漢書》，第 １９２２ 頁。
案：劉郢客，《史記·儒林列傳》記作“劉郢”，詳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３１２１ 頁；又吕后時封爲上邳侯。文帝時，元王薨，長子辟非先卒，故文帝以郢客嗣，是爲夷
王，詳見《漢書·楚元王傳》，第 １９２３ 頁。
《漢書》，第 １９２３ 頁。
《漢書》，第 １９２２ 頁。
《漢書》，第 １９２２ 頁。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２６９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據上
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光緒二十六年王氏虚受堂刻本影印版，總頁第 ２９９ 頁上。
《漢書補注》，《續修四庫全書》第 ２６９ 册，總頁第 ２９９ 頁上。
十五年（前 １６５），是則《阜詩》的成書下限不會晚於此年，與《魯詩》時代相
當，但《漢志》未見著録。據胡平生、韓自强説：
《阜詩》與《毛詩》有如此之多的異文，其非《毛詩》系統可以斷定。
那麽，它會不會屬於已經亡佚了的魯、齊、韓三家《詩》中的某一家呢？
看來也不是。①
《阜詩》的出現，證明了漢代《詩》學不可能只有魯、齊、韓、毛四家，充其量只
能説只有四家立於官學，而民間尚有别家《詩》學流傳。余嘉錫在《四庫提
要辨證》裏指出漢人治經并不一定專守師説，他説：
父傳之子，師傳之弟，則謂之家法。六藝諸子皆同，故學有家法。
稱述師説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學雖出於前人，而更張義例，别
有發明者，則自名爲一家之學。如《儒林傳》中某以某經授某，某又授
某，由是有某某之學是也。其間有成家者，有不能成家者。學不足以
名家，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②
準此則元王自爲《詩》傳，以其名號《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其四，劉交諸
子與申公關係最密切的是劉郢客。吕后時，郢客嘗與申公同師浮丘伯於長
安，後元王薨，郢客嗣，爲夷王，以申公爲中大夫，令其傅其太子戊③。至於
劉富（劉向先祖）是否受《詩》於申公，班固（３２—９２）没有説明，那麽劉向世
習《魯詩》之説從何而來？因爲史載没有明確記載劉向習《詩》的經過，所以
輯佚學者衹好根據他們所設立的“師承法”來判定劉向《詩》學歸屬。但正
如上文所論，元王不是受《詩》於申公，那麽劉氏世守《魯詩》的看法就很難
取信於人。换言之，劉向著作中引《詩》不必一定是《魯詩》經文，説《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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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平生、韓自强：《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８ 頁。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一，香港：中華書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６００ 頁。
《史記·儒林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宫。吕太后
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
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史記》，第 ３１２０—３１２１ 頁。
不一定遵《魯詩》説，且以劉向好學深思的性格①，習《詩》會否專守一家呢？
錢穆在《劉向歆父子年譜》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我們參考。他説：
向治《穀梁》（引案：《穀梁》是魯學），而此疏（引案：指元帝竟寧
元年劉向以故宗正建議封甘延壽、陳湯二人所上的疏，文見《傅常鄭甘
陳段傳》②）《公羊》（引案：《公羊》是齊學）義，其《條災異封事》（引
案：文見《楚元王傳》），如祭伯奔魯、尹氏世卿，亦均《公羊》説。後人
必謂漢儒經學守家法不相通，其實非也。③
何志華以高誘《淮南子》、《吕氏春秋》、《戰國策》注引《詩》之例，探論高氏
用《詩》的特色，并論陳喬樅、王先謙論定高氏用《魯詩》之説不可信，何氏在
文中提到的幾個要點值得我們注意，他説：
今考高《注》引《詩》與四家并有相合者，本非專守一家；究其原因，
蓋高誘亦非專治《詩》，所注三書，重在疏證本文，循文立《注》，當因應
正文義理以引《詩》爲説，是故引《詩》自當有别。④
何氏更舉許慎（５５—１４８）⑤、鄭玄《詩》説爲例説明東漢學者治經并不專守
一家的現象，他説：
許慎引《詩》稱《詩》而不廢三家；鄭玄箋《詩》，雖以《毛》爲宗，亦
每據三家爲説；高誘年代與鄭玄、許慎相近，其引《詩》亦以《毛》爲主而
兼及三家，蓋亦東漢一時風尚矣。⑥
·２８·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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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漢書·楚元王傳》：“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漢書》，第 １９６３ 頁。
文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疏中提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
過而爲之諱行事”一事，顔《注》云：“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
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是向用《公羊》義。《漢
書》，第 ３０１９ 頁。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８ 頁。
何志華：《高誘用〈詩〉考》，載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 ４ 期（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９ 頁。
案：許慎生卒年據張震澤編著《許慎年譜》，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
《高誘用〈詩〉考》，第 ５０ 頁。
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一共 ７ 次提到鄭玄注《禮》未據《毛詩》：
鄭注《昏禮》，在未見《毛詩》前。①
鄭注《周禮》時，以副爲若今步摇，與編、次爲三物，并於《禮記》注
引“副笄六珈”以明之，是用三家義之明證。②
鄭注《禮》時書三家《詩》。③
鄭注《禮》在箋《詩》前，此蓋據《齊詩》爲説。④
鄭先通《韓詩》，注《禮》則用《齊詩》。⑤
鄭注《禮》時未見《毛詩》。⑥
鄭注《禮》時未見《毛詩》。⑦
王氏如此强調《鄭注》用三家的原因在於揭示《鄭箋》并非完全是《毛詩》
説，當中有異於毛而同於三家的地方。例如《周南·關雎》“君子好逑”句
下，王氏云：
《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宫。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係用魯説改毛。⑧
《召南·鵲巢》“百兩成之”句下，王氏云：
案，“之”者夫人，則“成之”是成夫人，非謂能成百兩之禮。《箋》
意與《易林》合，知鄭參用《齊詩》義也。⑨
《邶風·終風》“願言則疐”句下，王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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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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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６８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２２３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２９１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４９８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９０２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９１１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９４２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１１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６９ 頁。
據《玉篇》引《詩》直作“嚏”字，在《唐石經》前，顧（引案：顧野王）
用《韓詩》，所據即韓文，鄭讀“疐”爲“嚏”（筆者案：《箋》云：“疐，讀當
爲不敢嚏咳之嚏”），用韓改毛也。①
至於號爲“五經無雙”的許慎，他在《説文解字》裏引用之《詩經》到底屬《毛
詩》還是三家《詩》，清人的看法頗爲不同，陳奂謂許慎説《詩》“特宗毛氏之
學”②，陳喬樅亦謂“《説文》多以毛爲主”③，其《魯詩遺説考》於《豳風·東
山》“零雨其濛”下云：
喬樅謹案：《説文》：“霝，雨■也。从雨、■，象■形。《詩》曰：‘霝
雨其濛。’”許所偁《詩》，蓋毛氏也。今《毛詩》作“零雨”，非舊文矣。④
陳氏之意即《説文》“霝”下引《毛詩》，今本《毛詩》“零雨”舊文宜作“霝
雨”。王先謙在《集疏》裏引用陳説，并加案語曰：
愚案：《説文》引《詩》，三家爲多，偁引古文，特崇時尚，陳説
非是。⑤
王氏明顯認爲《説文》引《詩》多屬三家，這也是不少清代今文經學家的普遍
看法，如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上》云：
許君《説文叙》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説文》引《詩》，
什九皆三家。⑥
皮錫瑞《經學通論》引魏説并案曰：“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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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１４９ 頁。
〔清〕陳奂：《毛詩説》，載於《續修四庫全書》册 ７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據清道光
二十七年（１８４７）武林愛日軒刻本影印，第 １４ 頁上。
《魯詩遺説考》，載於《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卷一，第 １９ 頁下。
《魯詩遺説考》，載於《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卷七，第 １５ 頁下。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５３３ 頁。
〔清〕魏源撰，何慎怡校點：《詩古微》，收《魏源全集》，長沙：嶽麓書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６０—
１６１ 頁。
家。魏氏辯駁分明，一掃俗儒之陋。”①那麽到底《説文》引《詩》是否專屬
《毛詩》或三家《詩》，還是今古并濟呢？要客觀回答這個問題，則宜摒棄宗
毛或宗三家的經學立場，從具體材料出發，就事論事。馬宗霍著《説文解字
引經考》，其《説文解字引詩考·叙例》云：
許君《詩》雖宗毛，然其引《詩》則不廢三家，蓋《説文》爲字書，訓
義必求其本，所偁諸經，固亦有説叚借引申之義者，要之以證本義爲
主，《毛詩》古文多叚借，以本義詁之，時則不遂，則不得不兼采三
家矣。②
馬氏歸納《説文》引《詩》之例凡四，其一即爲“凡字異義同而毛爲借字三家
爲正字者，則義多從毛，而字從三家”③。近年專就《説文》引《詩》爲題的研
究成果主要有朱寄川的《〈説文解字〉引〈詩〉考異》、李先華《〈説文〉兼用三
家〈詩〉凡例説略》。朱文考論《説文》引《詩》文字與《毛詩》經文形異者共
２９０ 組，朱氏在“結論”部分説：
《説文》引《詩》，極俱（引案：“俱”疑爲“具”字之■）保存三家
《詩》之價值。……今考《説文》引《詩》，一以《毛詩》爲宗，若其遇《毛
詩》字義皆異時，則許從三家而不從毛矣，爲存其真知正見也。故於
《説文》引《詩》中，珍藏有無數已亡佚之三家《詩》文在内。④
《説文》不廢三家《詩》誠爲定論，然許氏如何不廢三家，兼綜今古，學者則言之
未詳，李先華於此有補白之功。李文歸納《説文》用三家《詩》例凡六，分别是：
一、櫽括今古文爲訓；二、以“一曰”别著今文之義；三、以三家申成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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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卷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４ 年，第 １８ 頁。
馬宗霍：《説文解字引經考·叙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７１ 年，第 ２８３ 頁。
該四例分别是：（一）凡字異義同而毛爲借字三家爲正字者，則義多從毛，而字從三家。
（二）若毛與三家字雖異而音義皆同，古本互用，無正借之分者，則字亦從毛。（三）亦有字與義
并從三家者，則以毛本字異義亦異，與三家各自爲説，故亦各取所證也。（四）又有一詩兩引，一
從三家，一從毛者。則意取兼存，使後之治詩者，可於是而觀古今詩異同之故也。詳見《説文解
字引經考》，第 ２８３—２８４ 頁。
朱寄川：《〈説文解字〉引〈詩〉考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２ 頁。
四、今古文兼收并釋；五、經字用三家；六、義訓主於三家①。舉例來説，《小
雅·白華》“視我邁邁”，《説文》“■”下云：“■，恨怒也。……《詩》曰：‘視我
■。’”《釋文》云：“《韓詩》及《説文》并作■。”是《説文》引《韓詩》文。王先謙
據《釋文》謂《韓詩》“邁”作“■”，又據《説文》釋之曰：“‘很怒’即‘不説好’
意，毛訓‘邁邁’爲‘不説’，是以‘邁邁’爲‘■’之假借。”②又如《鄘風·載馳》
“歸唁衛侯”，《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韓詩》云：“弔生曰唁。”《説文》“唁”下
云：“吊生也。《詩》曰：‘歸唁衛侯’。”經文雖與《毛詩》同，然釋義異於《毛傳》
“吊失國曰唁”而同於《韓》説，是義訓主於三家之例。倒是《集疏》於《鄘風·
載馳》“歸唁衛侯”下僅引《一切經音義》文，闕引《説文》③。李氏總結説：
《説文》要把九千多個漢字的形音義解釋清楚，就不能拘泥家法，
囿於門户之見，置今文學派對於名物制度訓詁的意見於不顧。其實，
漢代經今古文兩派的對立雖然極爲尖鋭，但具體到某一個人或某一部
著作，往往是相互爲用的。④
實屬的論，益證“許慎引《詩》稱《詩》而不廢三家”之説篤實可從。
綜上所論，清人所謂漢儒治經專守一家之説并不可信，由此而來
的“師承法”亦必須重新檢討。
三、以《説苑》爲例論古籍作者的考定
如何影響“師承法”的運用
　 　 清人運用“師承法”論定某人治某家《詩》後，便會將該人的著作中引
《詩》、説《詩》的材料歸入某家《詩》。舉例來説，劉向被認爲是《魯詩》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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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先華：《〈説文〉兼用三家〈詩〉凡例説略》，載於孔令達、儲泰松主編：《漢語研究論集》，合肥：安
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３６—４４５頁。案：筆者撰寫此文時未及見李文，後蒙有心人轉贈此文
複印本，銘感殊深，惜面謝無從，特此説明，謹致謝忱。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８１３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２５９頁。
《〈説文〉兼用三家〈詩〉凡例説略》，第 ４４４ 頁。
是題爲劉向所著的《列女傳》、《説苑》、《新序》引《詩》的資料便成了《魯詩》經
文的來源，而説《詩》的資料便成了《魯詩》詩説的來源，清人并據此以推臆法、
删去法，繫聯其他學者的著作。例如《集疏·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下，
王先謙引《列女傳·雋不疑母傳》“《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
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并云：“劉向用《魯詩》，義與《箋》説合，知鄭亦
用魯義也。”①考《鄭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
於下土。言天下遍知。”王氏以爲《鄭箋》此説跟《列女傳》相合，而《列女
傳》又爲劉向的著作，故謂《箋》用魯義。又如《集疏·正月》“謂天蓋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下引《説苑·敬慎篇》：“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達上離俗則危身，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王先謙
以《説苑》爲《魯詩》説，又以爲《後漢書·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高而不
敢跼，地厚而不敢蹐”意與《説苑》合，於是推論《李固傳》這段文字“用《魯》
經文”②。據《後漢書·李固傳》記載，漢質帝爲大將軍梁冀（？—１５９）鴆
殺，梁冀欲立劉志（１３２—１６７，即後來的漢桓帝）爲帝，時太尉李固（９３—
１４７）因反對此事，爲梁氏所害③，後固弟子汝南郭亮（生卒年不詳④）“上書，
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集疏》所引《李固
傳》的一段文字，是夏門亭長⑤對郭亮“守喪不去”的評價，其文曰：
夏門亭長呵之曰：“李（引案：李固）、杜（引案：杜喬）二公爲大
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
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
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
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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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家義集疏》，第 ６８７ 頁。
《詩三家義集疏》，第 ６６８ 頁。
《後漢書·李固傳》：“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
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
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
之，時年五十四。”〔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０８７ 頁。
案：據《李固傳》云，時郭亮“年始成童”，唐李賢注云：“成童，年十五也。”《後漢書》，第 ２０８８ 頁。
李賢《注》云：“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後漢書》，第 ２０８９ 頁。
《後漢書》，第 ２０８８ 頁。
王先謙認爲“居非命之世，天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蹐”用《魯》經文，除了
因爲意與《説苑》合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天高而不敢跼”的“跼”字與
《毛詩》不同，而與《説苑》相同。假如劉向是習《魯詩》，假如《説苑》是劉向
所著，那麽王氏這樣的推論説得通。但上文論劉向的《詩經》家學時，已論
證了劉向習《魯詩》之説難以徵實。最根本的問題是，《説苑》是否劉向所
著，如果不是他寫的，只是他編輯的，那麽王先謙用《説苑》來類推其他古籍
中的《魯詩》説的做法就不够穩妥了。以下我們以《説苑》爲例，探論三家
《詩》分類理論中考證古籍作者的意義。
（一） 劉向和《説苑》
《漢書·藝文志》云：“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云：“《新序》、《説
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①又《楚元王傳》載：“向睹俗彌奢淫，而
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
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
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
内嘉其言，常嗟嘆之。”②《漢志》言“序”，而《楚元王傳》言“著”，然則“序”
與“著”其義相當？羅根澤《〈新序〉〈説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最
先提出疑問，他説：
劉向《叙録》於《説苑》曰：“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於《列女
傳》曰：“種類相從爲七篇。”知此等書爲當時所固有，以其次序凌亂，故
劉向又爲之整埋排次。劉向之爲整理排次之書甚多，不惟於三書爲然
也。……此三書蓋佚其作者，故《七略》繫之劉向，而冠以“所序”二字，
明爲劉向所序次，而非劉向所撰著也。③
案，劉向《説苑叙録》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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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漢書》，第 １７２７ 頁。
《漢書》，第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頁。
羅根澤：《〈新序〉〈説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載於《古史辨》册四，香港：太平書局，
１９６３ 年，重印 １９３３ 年版《古史辨》，第 ２２９ 頁。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雜事》及臣向書，
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除
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
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七篇七百八十四
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①
假如《説苑》是劉向撰寫，那麽決不會有“章句相溷，或上下謬■，難分别次
序”的道理，這一點已經證明《説苑》不可能是劉向所作的，而是他編的。左
松超《論劉向編撰〈説苑〉》一文對此有一段很清楚的論述，兹引録如下：
《説苑》大部分内容，均爲輯録傳記行事而成，本非劉向所著，即偶
有少部分文字出自劉向之手，所占比例亦極小。由於此一堆傳記行事
材料，常爲他書所援用，故《説苑》所載，亦多見於他書。……劉向之於
《説苑》，又不僅僅是編輯一本書而已，而是自有其義法的。取材上，除
删除與《新序》復重者，更删除“淺薄不中義理”的部分，留下的不僅是
符合義理的，有的反映出劉向的思想和他那個時代。②
《説苑》不是劉向所撰非常明顯，那麽陳喬樅“向世修其業，著《説苑》、《新
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的説法就難以成立了。
此外，我們把《説苑》引《詩》材料跟《新序》、《列女傳》比較過，發現三
書所引的《詩》句有時候并不一致，例如：
（１）《説苑·善説》：《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
之所以自通也。③
（２）《新序·雜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④
（３）《列女傳·辯通傳·齊太倉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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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見趙善詒：《説苑疏證·附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６３７ 頁。
左松超：《論劉向編撰〈説苑〉》，載於《香港浸會學院學報》第十三卷（１９８６），第 ５５ 頁。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説苑逐字索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 年，第 ８５ 頁。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新序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３ 頁。
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①
案：《毛詩》作“懌”，《魯詩石經》也作“懌”②，明魯、毛字同。如果真的如陳、
王諸家所説，劉向用《魯詩》，那爲甚麽同樣題爲劉向所撰的《説苑》會和《新
序》、《列女傳》有差異呢？王先謙提出了一種折衷的説法，他説：“《説苑·善
説》篇‘懌’作‘繹’，惟《列女·齊太倉女傳》下二句引《詩》與今本同，皆魯文
異字。”③輯佚學者一方面强調漢人傳《詩》師法、家法謹嚴，但遇上同一個作
者引《詩》相異時，便只好以“順毛而改”、“魯文異字”一類的話來自圓其説。
前代學者多以《詩》異義、《詩》異文論漢四家《詩》學的分野，其中尤其
注意三家《詩》與《毛詩》的分别，蓋執意於所謂今文古文之别。王先謙就認
爲異文是判斷四家《詩》的準則之一，他在《序例》中説：
《爾雅》，《魯詩》之學，先儒已有定論。兹取其顯明者列注，餘詳
《疏》中。毛“維”字，三家作“惟”，或作“唯”。“彼其”之“其”，三家作
“己”，全《詩》大同。④
他以“維”、“唯”、“己”三字來判斷四家《詩》。胡承珙（１７７６—１８３２）更認爲
四家《詩》用字之例“各有師承，不相錯亂”⑤。如《鄭風·羔裘》“彼其之
子”，“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
必作‘己’”⑥。問題是異文不可以作爲判斷四家《詩》的唯一標準，尤其是
引《詩》的古籍本來成書於先秦，那麽我們的態度尤須謹慎。因爲四家《詩》
或今古文的問題是漢以後的事情，先秦時候固然没有一個公認的《詩》本
子，各家引《詩》間出異文是正常不過的事。假如我們硬將先秦古籍歸入
魯、齊、韓、毛四家中，則未免本末倒置。就以《説苑》爲例，這本書是劉向根
據一堆章句相溷、上下謬亂的材料，删削序次而成的，我們可以推想《説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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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編著：《〈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５２ 頁。
馬衡：《漢石經集存》，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 年，第 １３ 頁上。
《詩三家義集疏》下册，第 ９１５頁。
《詩三家義集疏》上册，第 １６ 頁。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上册，合肥：黄山書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３８５ 頁。
《毛詩後箋》，第 ３８５ 頁。
裏有相當一部分的文字在劉向校書以前已經寫成。
秦始皇焚書只限於“非博士官所職”的私人藏書，秦代内府仍然藏有大
量典籍。秦末項羽起兵，“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宫室，火三月
不滅”①，宫中先秦以來典籍至此付諸一炬。漢惠帝始“除挾書律”②，《漢
書·藝文志》云：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
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
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
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
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
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③
劉向校書在成帝河平三年（前 ２６）④，陽朔三年（前 ２２）“爲《列女傳》、《新
序》、《説苑》”⑤。劉向就是在校書期間，看到秘府所藏簡牘，把那些切中義
理的以類相從，條别篇目而成《説苑》一書。１９７３ 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
號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一部分竹簡整理者把它命名爲《儒家者言》。這個
墓的墓主是西漢中山懷王劉修，他在漢宣帝五鳳三年（前 ５５）薨⑥，竹簡《儒家
者言》成書自然早於這個時間。何直剛根據簡文中提到曾子弟子樂正子春，
以及簡文較多保存了一些先秦的面貌，推斷《儒家者言》“成書時代應該早於
各書，屬於戰國晚期的著作”⑦。左松超《論〈儒家者言〉及其與〈説苑〉的關
係》一文更指出《儒家者言》和《説苑》兩書關係密切，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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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項羽本紀》，第 ３１５ 頁。
《漢書·惠帝紀》，第 ９０ 頁。
《漢書》，第 １７０１ 頁。
《劉向歆父子年譜》，載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 ４２ 頁。
《劉向歆父子年譜》，第 ５０ 頁。
《漢書·諸侯王表》，第 ４１４頁。
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説》，載於《文物》第 ８ 期（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１ 頁。
第一，《儒家者言》的内容見於相關書籍的，以見於《説苑》者爲最
多，共有十六章（引案：竹簡《儒家者言》共分二十七章）。第二，凡見
於《説苑》同時又見於其他各書的，文字多與《説苑》相近。①
他進而推論《儒家者言》的祖本，很可能就是包括一大批資料的《説苑雜
事》，它與《説苑叙録》提到的“臣向書”、“民間書”，應該是同一類的東西②。
雖然這十六章互見文字没有一條是引《詩》的，但至少可以給我們一個提示，
那就是《説苑》裏引《詩》的文字，是否有可能源於那些因爲秦火而湮没無聞的
先秦典籍。在没有實質證據前，當然不應該妄下判斷，但我們更不應該把那
些作者、寫成年代不能確定的引《詩》材料，貿然定爲必屬某家《詩》。
（二） 《説苑》引《詩》、説《詩》與《韓詩外傳》重文互見③考論
徐復觀在《兩漢思想史》中認爲凡《説苑》與《韓詩外傳》④“内容相同，
引詩相同，僅文字稍有出入，即視爲與《韓詩傳》相同”，“有的内容大體相
同，此即視爲故事録自《韓傳》而注明缺詩”，“有的内容在文字上出入頗大，
且亦缺詩的，則或因《韓傳》文字之本有殘缺；或因《韓傳》抄録時較略，而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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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松超：《論〈儒家者言〉及其與〈説苑〉的關係》，載於左松超著《説苑集證》下册，臺北：編譯
館，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４２４ 頁。
《説苑集證》下册，第 １４４４ 頁。
劉殿爵教授將“重文互見”的現象分爲“同源重文”和“不同源重文”兩種，“同源重文”指文字
“間有個别互相不同的異文，甚或有詳略之别，但必定可以一字一字相對排比起來”，不同源重
文指“即使内容無甚差别，文字卻無法一字一字排比起來”，詳見《秦諱初探———兼就諱字論古
書中之重文》，載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九卷（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５１ 頁。案：本文所説的“重
文互見”指的是“同源重文”，但我們不採用“同源重文”一詞，是由於我們認爲“重文”不宜分爲
同源和不同源，劉氏所説的“同源重文”是我們理解的“重文”，即“文”作“文字”解，即分見不同
古籍的同一段文字，彼此只有個别字詞上的差别，或異體，或脱文，或衍文，但總可以逐句排比。
至於劉氏所謂的“不同源重文”，“文”字明顯作“内容”解，即整段文字的意思相近，但所用的文
字有很大的差别。同是“重文”，一作“文字”解，一作“内容”解，容易産生歧義，因此我們只借用
劉氏“同源重文”的解釋，并代之以“重文互見”一詞。劉氏後來在另一篇文章裏，用了另一個術
語“互見段落”，劉氏説：“‘互見段落’一詞專指兩個文本間，可逐字逐詞并排對應的段落，兩個
段落的分别只限於不同長短的版本差異。我認爲互見之文應源出同一文本”（見何志華譯《〈吕
氏春秋〉文本問題探究并論其對全書編排的意義》注 １０，載於《採掇英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６３ 頁）。换句話説，劉氏所説的“互見段落”相當於“同源重文”。
案：徐復觀採用楊樹達《韓詩外傳》含《韓詩内傳》的看法，故他在《兩漢思想史》裏稱《韓詩外
傳》爲《韓詩傳》。但這牽涉到不少考證問題，非本文討論重點，故仍照一般説法，稱《韓詩外
傳》。徐復觀的論述見《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７ 頁。
向較詳；即可推知韓嬰所本者，亦爲劉向所見”①。杜家祁《劉向編寫〈新
序〉、〈説苑〉研究》統計了《説苑》和他書的重文，得出的結果是《説苑》與
《韓詩外傳》互見的情況最多，共 ７８ 條，包括文字全同、部分相同或事同文
異②。本節旨在論證《説苑》所述非必出《魯詩》，所以下文將以《説苑》説《詩》
文字與《韓詩外傳》幾乎全同的例子，證明《説苑》引《詩》、説《詩》的文字，有部
分襲自他書，從而糾正自王應麟以來，輯佚學者有關劉向《詩》學的錯■觀點。
《説苑》説《詩》文字與《韓詩外傳》幾乎全同的有 ２４條，兹舉例以明：
《韓》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
《説》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　 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
《韓》 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　 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
《説》 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
《韓》 則士耻之　 ，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
《説》 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
《韓》 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
《説》 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
《韓》 三者存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并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
《説》 三者存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并而不息，
《韓》 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而樂死也，　 　 惡富貴　 好貧賤也，
《説》 雖無道之世，不　 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
《韓》 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　 不辭也。
《説》 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　 　 　 ，士不辭也。
《韓》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
《説》 孔子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韓》 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
《説》 　 　 　 　 　 　 　 　 　 　 　 　 　 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韓》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③
《説》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④
這些重見的文字説明了幾個問題：第一，《説苑》這些文字不可能是劉向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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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思想史》第三卷，第 ４３ 頁。
杜家祁：《劉向編寫〈新序〉、〈説苑〉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９９ 年，第 ６９—７０ 頁。
見《韓詩外傳》卷一，載於劉殿爵、陳方正主編：《韓詩外傳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
年，第 ２ 頁。
見《説苑·立節》，載於《説苑逐字索引》，第 ２６ 頁。
的。第二，《説苑》這些文字因襲其他典籍，其中《韓詩外傳》是主要的來源。《韓
詩外傳》是燕人韓嬰所著，《漢書·藝文志·詩類》著録《韓詩》著作有：《韓故》
三十六卷，《韓内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説》四十一卷。① 今本《韓詩外傳》
即《漢書·藝文志》著録的《韓外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韓詩外傳》
“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
相出入。班固謂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殆即指此
類歟。”②《外傳》雜引之古事古語，據清人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互見諸書
目録》所列，分别見諸《尚書大傳》、三《傳》、《春秋繁露》、《孟子》、《國語》、
《戰國策》、《列女傳》、《晏子春秋》、《老子》、《莊子》、《荀子》、《吕氏春秋》、
《淮南子》、《新序》、《説苑》等三十一部先秦兩漢典籍③。張映漢在《韓詩外傳
疏證序》説：“兹編所録，有在韓氏以前者，有在韓氏後者。”④“在韓氏以前者”
指《外傳》徵引或因襲之書，“在韓氏後者”指他書徵引或因襲《外傳》。《韓詩
外傳》成書在《説苑》之前，因此可以肯定不會是《外傳》因襲《説苑》。
除了《韓詩外傳》外，《説苑》與其他典籍互見的還包括：《晏子春秋》４３
條、《吕氏春秋》３０ 條、《史記》２９ 條、《荀子》２３ 條、《左傳》２０ 條、《尚書大
傳》１５ 條等⑤。雖然這些互見文字不一定都跟《詩》有關，但這已經足够説
明《説苑》的來源相當複雜，有的是來自先秦典籍，有的是來自西漢初年的
著作。既然《説苑》有這麽一大部分文字因襲自其他典籍，我們就很難據此
判定當中《詩》文引自何家、《詩》説依據何家了，前人把《説苑》簡單説成是
用《魯詩》的做法是不够穩當的。
四、論完善三家《詩》分類理論的方法
葉國良指出鑒别三家《詩》家數有三個難處：一、某人治某詩，有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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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第 １７０８頁。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經部十六·詩類二），第 １ 册，石家莊：河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４６１頁。
〔清〕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載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１１０册，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９
年，據清嘉慶二十三年《文淵樓叢書》本影印，總頁第 １６１下—１６２頁上。
《韓詩外傳疏證》，總頁第 １５９頁上。
《劉向編寫〈新序〉、〈説苑〉研究》，第 ６９—７０ 頁。
籍并無明言。二、一人可能兼通二家或三家《詩》説。三、學者有時亦能擺
脱師説，獨創新義。① 清人正是無法擺脱强調漢儒治經專守一家的看法，致
使主要基於“師承法”的三家《詩》歸屬理論矛盾重重，影響三家《詩》材料
的歸類和運用。舉例來説，《陳風·墓門》“墓門有梅”下，王先謙引《楚辭》
“繁鳥萃棘”。王逸（８９—１５８）《章句》：“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在王先謙的
三家《詩》歸屬理論中，《楚辭章句》屬《魯詩》説，所以王氏云：“是魯不作
‘梅’。”可是同屬《魯詩》説的《列女傳》，引此《詩》卻作“楳”，即“梅”的或
體，明顯同於《毛詩》而異於《章句》，王氏於是用“後人順毛改之”這句話來
解釋②。同樣是《楚辭章句》和《列女傳》引《詩》見異，王先謙在解釋《長發》
時卻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商頌·長發》“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下，王氏
引《列女傳》：“《詩》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復引《楚辭章句》：“《詩》
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所差只在“帝”字之有無，王氏云：“疑《魯詩》
本無‘帝’字，王逸注有‘帝’字，或後人順毛加之。”③何以見得不是《魯詩》
本有“帝”字，《列女傳》漏引，甚或《列女傳》所引本非《魯詩》呢？我們在
《詩三家義集疏》裏當然找不到解説，倒是“後人順毛改之”、“後人順毛改
字”、“俗人順毛所改”這些用來解釋同屬某家《詩》卻出現異字異説等矛盾
現象的話，在《詩三家義集疏》裏俯拾皆是。今天我們重新檢視這些材料，
就會發現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上文通過具體研究劉向與《説苑》的關係，證
明了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所謂漢儒治經專守一家之説不可盡信，同
時辨明古籍的作者、成書年代也相當重要。葉國良、賀廣如等學者，先後提
出了鑒别三家《詩》遺説的原則及方法，都極具參考意義。下面我們嘗試在
他們的基礎上，補充三個今後完善三家《詩》分類理論的方法，俾三家《詩》
研究工作能够在善用清人輯佚成果的同時，擇善鼎新。
（一） 注意古籍重文互見的現象
這裏所説“重文互見”指同一段文字同見於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古籍，重
文之間有個别不同的異文、脱文、衍文，甚或詳略之别，但文字可以一字一
字排比對照。對照的結果有助我們校訂文本，追溯重文的源頭，也表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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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家説之輯佚與鑒别》，第 １０３ 頁。
《詩三家義集疏》上册，第 ４７２ 頁。
《詩三家義集疏》下册，第 １１０８ 頁。
文互見的古籍之間可能存在源流關係，也可能彼此有共同的源頭。上文比
對《説苑》引《詩》、説《詩》的文字與《韓詩外傳》幾乎全同的共 ２４ 條，這些
重文互見的現象説明了《説苑》和《韓詩外傳》文本關係密切，彼此有著共同
的來源。换句話説，《説苑》和《韓詩外傳》裏部分引《詩》、説《詩》的文字并
不是作者的原意，那麽這些經文、《詩》説應該歸入哪一家呢？清人把《説
苑》歸《魯詩》，《韓詩外傳》歸《韓詩》的做法，根本無法照顧“重文互見”的
問題。難道同一段文字見於《説苑》便作魯説，見於《韓詩外傳》便作韓説？
《韓詩外傳》除了與《説苑》有“重文互見”外，與《新序》互見的重文也不少，
兹舉例以明：
《韓》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
《新》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
《韓》 匡坐而絃歌。子貢　 　 　 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　
《新》 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韓》 往見之。　 原憲　 　 楮冠　 　 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
《新》 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
《韓》 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新》 納屨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韓》 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新》 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　 憲貧也，非病也。
《韓》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
《新》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
《韓》 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
《新》 　 　 　 　 　 憲不忍爲　 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
《韓》 原憲乃徐步曳杖，　 　 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新》 原憲　 曳杖拖履，　 行歌《商頌》而反，聲滿　 天地，如出金石。
《韓》 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
《新》 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　 　 　 　 　
《韓》 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 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韓》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①
《新》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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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韓詩外傳》卷一，載於《韓詩外傳逐字索引》，第 ２—３ 頁。
見《新序·節士》，載於《新序逐字索引》，第 ３９ 頁。
“重文互見”最重要的作用是校訂文字，古籍文字因傳抄流傳而産生的訛、
脱、衍、異的情況可藉校訂互見他書的重文而增補删訂。不過，我們也可以
把古籍裏引《詩》、説《詩》文字重文互見的材料輯録出來，排比對照，考訂重
文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重新認識這些重文的性質，避免重蹈清人刻意
追求一致的歸屬方法。例如前揭《韓詩外傳》與《説苑》、《新序》互見的重
文，就不宜籠統歸類。這些重文很可能有共同的來源，來源弄不清，也就不
應該簡單歸類。如果重文都來自先籍佚籍，那麽將之歸入兩漢的三家《詩》
系統裏就顯得本末倒置了。因此，認清古籍“重文互見”的現象有助三家
《詩》的研究。
近年學者在先秦兩漢古籍“重文互見”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編纂索
引叢書，并將資料上載互聯網，供學界使用。１９９８ 年，陳雄根、何志華兩位
學者開展了“先秦兩漢引録經籍首階段研究計劃”，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開發的“漢達文庫”爲基礎，進行先秦兩漢傳世
文獻引録《十三經》的研究工作。２００４ 年初，何志華、陳雄根主編之《先秦
兩漢典籍引〈詩經〉資料彙編》出版①。該書輯録先秦兩漢古籍引用的《詩
經》經文，至於相關古籍或作者如何解釋徴引的《詩》文，即説《詩》的文字
則不在該書編纂之列。筆者在《先秦兩漢典籍引〈詩經〉資料彙編》的基礎
上，以《詩》句爲單位，逐句輯録先秦兩漢典籍引《詩》的文字，并將上下文用
以説《詩》的文字一并輯録，排比對照，最後彙編成《先秦兩漢古籍引〈詩〉
説〈詩〉資料彙編》②。上文對《韓詩外傳》、《説苑》、《新序》引《詩》、説《詩》
互見重文的分析，正利用了《資料彙編》的材料。我們通過具體分析資料彙
編中其他引《詩》、説《詩》互見重文的材料，一方面可以了解先秦至兩漢古
籍中《詩》文、《詩》説的因襲情況；另一方面可以藉此重新檢視這些重文材
料在三家《詩》佚文遺説中的性質和歸屬。
清人輯録的三家《詩》材料主要來自兩漢古籍，過去三家《詩》學研究也
都集中利用兩漢古籍。我們在資料彙編裏把先秦古籍也包括在内，主要的
目的是希望爲三家《詩》學多提供一個研究的角度。晚清今文經學家不斷
强調漢代今古文經學的對立，致使晚清三家《詩》研究呈現一種聯合三家，
·７９·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　
①
②
何志華、陳雄根編：《先秦兩漢典籍引〈詩經〉資料彙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請參見拙著《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研究》附録十二，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０１６—２３７５ 頁。
貶抑《毛詩》的趨勢，他們把三家《詩》看成一個整體，强調内部一致，以求異
於《毛詩》。然而我們縱觀先秦至兩漢古籍引《詩》、説《詩》的文字，便會發
現兩漢《詩經》今古文經學於文本、《詩》説容或有異，但并未如清人所説的
那樣畛域森嚴，不可逾越。兩漢四家《詩》中，魯、韓、毛三家與荀子關係密
切，《爾雅》釋《詩》的訓詁材料，既爲《毛傳》襲用，亦見於《魯詩》訓詁佚文，
可見各家《詩》學源頭都可能來自先秦。董治安在《〈吕氏春秋〉之論詩引
詩與戰國末期詩學的發展》中指出：“從《吕氏春秋》方面檢查，其中引詩與
戰國其他文獻中的引詩相比，彼此間出入似并不很大。……這表明，《吕氏
春秋》引詩是有一定穩定性的，或者説很可能是有相對穩定的‘古本’作依
據的。”①秦火以後，傳《詩》雖以口耳相傳，容易造成一定的隨意性，但秦火
以前《詩經》很可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傳本，而兩漢《詩經》學又源於先秦，
那麽兩漢四家《詩》學間的差異并不是清人所説的那麽大。現在我們再研
究兩漢《詩》學，是否仍然要走晚清今古文《詩經》學的路子呢？魯、齊、韓、
毛只是漢人傳《詩》的其中四家，出土於阜陽的漢簡《詩經》，研究者認爲
“它可能是未被《漢志》著録而流傳於民間的另外一家”②。那麽把兩漢
《詩》學强分爲四家的做法是否切實呢？筆者認爲，我們應該把研究的角度
擴展開來，先將先秦兩漢古籍與《詩》相關的材料輯録，細心對比，考察《詩
經》文本、《詩》説的歷時發展。古籍明引，或兼顧各方證據推定爲某家經
文、《詩》説的材料，自可注明家數，但假如古籍引《詩》出處未明，或證據不
足以推定家數，則應當實事求是，只須説明某書引《詩》異文作某，或《詩》説
爲何，斷不必如清人般强行歸類。因爲這些家數未明的異文異説，很可能
因襲自先秦古籍，也可能來自四家《詩》以外的另一家，也可能只是古籍傳
鈔過程中出現的異文而已。
（二） 善用新出土的材料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説：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
·８９·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①
②
董治安：《〈吕氏春秋〉之論詩引詩與戰國末期詩學的發展———兼論〈吕〉書引〈詩〉與漢四家詩
的異同》，載於董治安：《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８ 頁。
《阜陽漢簡詩經研究》，第 ３１ 頁。
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
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
日得爲之。①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地下材料要比王國維時的多，其中與兩漢《詩經》學直接
相關者有石經《魯詩》和阜陽漢簡《詩經》，學者對這些出土材料做了不少整
理和研究的工作②，善加利用，有助於我們解決不少前人無法解決的問題。
例如石經《魯詩》毀於漢末董卓（１３９—１９２）兵燹，至宋有殘字出土，自洪适
（１１１７—１１８４）在《隸釋》中著録石經拓本以來，歷代都有人傳拓收集，這對
後來清代三家《詩》輯佚工作起了促進作用。然而清人所見石經殘字不多，
１９６２ 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在洛陽故城作多次考
古調查和發掘，陸續有石經殘石出土，最重要的一次是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在太學
村圍墻北邊發掘出土石經殘石六百餘塊，内容包括《魯詩》經文、《魯詩》校
記殘字③。這些清人無緣得見的石經《魯詩》文字，是漢代《魯詩》傳本的實
物，較諸傳世文獻可靠，既有助於《詩經》的異文研究，也有助於我們評估清
代《魯詩》輯佚、研究工作的得失。舉例來説，《詩三家義集疏·大雅》分爲
《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并將《板》歸入《生民之什》，將《蕩》、
《抑》歸入《蕩之什》，這本是《毛詩》的分法。１９８４ 年出土了五塊石經殘石，
其中有《魯詩》一石兩面共 ６ 行 １５ 字，明確列出《板》、《蕩》、《抑》三篇篇題
章數，三篇在石經《魯詩》都歸入《生民之什》。整理者認爲：“蓋此《魯詩》
將《蕩之什》的《蕩》、《抑》兩篇移入《生民之什》，使《板》、《蕩》、《抑》三篇
相次爲序，這是《魯詩》與《毛詩》篇次的一大差異。”④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
比王先謙多，可以據此訂正不少清人三家《詩》説。至於阜陽漢簡《詩經》是
·９９·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　
①
②
③
④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２ 頁。
石經《魯詩》方面有馬衡的《漢石經集存》，范邦瑾《兩塊未見著録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
釋及綴接》（載於《文物》１９８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 頁），王竹林、許景元《洛陽近年出土的漢石經》
（載於《中原文物》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１８ 頁）等。漢簡《詩經》方面有胡平生、韓自强《阜陽
漢簡詩經研究》，黄宏信《阜陽漢簡〈詩經〉異文研究》（載於《江漢考古》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第 ８５—
９９ 頁），饒宗頤《讀阜陽漢簡〈詩經〉》（載於《明報月刊》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第 ２２８ 期，第 １１—１４ 頁）、
文幸福《阜陽漢簡〈詩經〉探究》（載於《國文學報》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５ 期，第 ２５１—２８４ 頁）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故城太學遺址新出土的漢石經殘石》，載於
《考古》第 ４ 期（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８１、３８４ 頁。
王竹林、許景元：《洛陽近年出土的漢石經》，載於《中原文物》第 ２ 期（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５ 頁。
迄今可見最早的《詩經》古寫本，它既不同於《毛詩》，也不同於魯、齊、韓三
家《詩》，這證明漢初傳《詩》不止四家。現在我們重新檢視古籍引《詩》説、
《詩》的材料，遇有與《毛詩》經文、詩説相異，又與魯、齊、韓三家《詩》不相
接近的情況，大可不必如清人般强行歸類，因爲這些材料很可能來自四家
《詩》以外的某一家。
除了石經《魯詩》和阜簡《詩經》外，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
藏戰國楚竹書等古佚籍，或多或少都與先秦《詩》學相關，尤其是楚簡《孔子
詩論》，它是探究儒家早期《詩》學的重要文獻。《孔子詩論》列舉了五十九
個《詩》篇名，其中五十二個見於今本《毛詩》①。其先引篇名，然後加以述
評。這些評語反映了孔子對個别《詩》篇的看法。當中第六簡、第七簡及第
二十二簡除了舉出篇名外，更引《詩》文加以評價②。先秦古籍保留了大量
引《詩》、説《詩》的資料，其中以儒家典籍引詩數量最多，這説明了《詩》在
儒家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曾經説過：“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
氏》）又説：“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過去我們只
能通過《論語》或其他徵引孔子話語的典籍，討論孔子的《詩》學觀。《孔子
詩論》的出土，讓我們可以加深這方面的認識。《孔子詩論》與傳世文獻，尤
其是先秦兩漢古籍，對孔子或者早期儒家《詩》學的研究有著互補的作用。
對先秦兩漢文獻來説，我們過去找不到孔子系統闡釋評論《詩》的記載，《孔
子詩論》可以彌補這個不足，爲孔子《詩》學研究提供基本架構。而對《孔子
詩論》來説，後世古籍資料較多，可以證成《孔子詩論》，兩者結合，當能有助
於我們認識儒家《詩》學傳承。至於 ２０ 世紀初發現的敦煌《詩經》卷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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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竹書本與今本詩篇名對照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６０—１６１ 頁。
學者對《孔子詩論》二十九支簡的編聯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李學勤《〈詩論〉分章釋文》（載於《中
國哲學》第二十四輯，第 １３５—１３８ 頁）所作修訂最可靠，本文採用李氏的編次。但爲了方便説明
和稱引，本文沿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簡號。《孔子詩論》所引《詩》句都見於今
本《毛詩》，字詞稍有不同。這些材料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其一是第六章，孔子評述《陳風·宛
丘》、《齊風·猗嗟》、《曹風·鳲鳩》、《大雅·文王》、《周頌·清廟》、《烈文》和《昊天有成命》七
首詩，他首先舉出詩篇名，以“吾某之”的句式加以評論，然後順序全引或節引相關詩句，再以相
同的評語作結。其二是第七章，此爲殘簡，上端有闕文，李學勤在“懷尔明德”前補“帝謂文王
予”五字，此乃《大雅·皇矣》文，後又引《大雅·大明》的詩句。此章所引詩句與第六章所引性
質有别，首先，此簡没有明言有關詩句引自孔子；其次孔子對這兩首詩并没有直接加以評價，而
是借以闡述“文王受命”這個命題。
已爲學者深入研究，雖與《毛詩》關係較大，於三家《詩》研究亦無不可取資
比較之處。
（三） 運用緯書的材料
“緯書”相對於“經書”而言，是漢代特有的解經方式。《釋名·釋典
藝》説：“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蘇輿（？—１９１４）解釋説：“緯之爲
書，比傅於經，輾轉牽合，以成其誼，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可得其大
概，故云：‘反覆圍繞以成經’。”①緯書比附經義，衍生旁説，且摻雜了漢代
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顯得神秘迷信。在以經學爲儒家正統的古代學術思
想裏，緯書一直被視爲異端之説，且自東漢以後，緯書爲歷代統治者申令禁
絶，幾近散佚殆盡。今天能看到的緯書都是後人輯本，比較著名的有明孫
瑴（生卒年不詳）《古微書》、清代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易緯》
八種、清趙在翰（生卒年不詳）輯《七緯》、清喬松年（１８１５—１８７５）輯《緯攟》
等②，而若論材料宏富完備，則首推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合編的《緯
書集成》。
齊學、魯學爲兩漢經學兩大宗。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齊學與魯
學》説：
大抵治魯學者，皆純謹篤宗師説，不能馳騁見奇，趨時求合，故當
見抑矣。至於治《易》者，施、孟、梁丘皆出於田何；何，齊人也，故諸家
亦好言陰陽災變，推之人事。惟費氏《易》較不言陰陽，較爲純謹。故
漢之經學，自申公《魯詩》、《穀梁》而外，惟高堂生傳《禮》亦魯學。其
他如伏生《尚書》，如齊、韓《詩》，如《公羊春秋》，及諸家言《易》，大抵
皆出齊學，莫勿以陰陽災異推論時事，所謂“通經致用”是也。③
概言之，齊學好言陰陽災變，趨合時變，較諸魯詩，更爲中用，故兩漢今文經
説多出齊學，傅衍經義的緯書亦與齊學關係密切。近人鍾肇鵬《讖緯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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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載於《漢小學四種》下册，卷六，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
頁上。
案：１９９４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緯書集成》一書，該書收録了緯書輯本十三種及相關資料五
種，分上下兩册，包括正文所舉明清輯本。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 ２２２ 頁。
説：“緯以配經，故緯書中的經説都採今文經説。如《易緯》推演孟京《易》
説，《詩緯》爲《齊詩》説，《春秋緯》爲公羊家説。”①孟氏《易》、《齊詩》、《公
羊春秋》皆屬齊學。《詩緯》有《推度災》、《汎歷樞》、《含神霧》三種，孫瑴在
《古書微·推度災》解題下云：
賁居子曰：漢儒窮經，多主災異，故《尚書》則有《五行傳》，董仲
舒、劉向、京房部而彙之。及劉歆作《三統曆》，以《易》與《春秋》天人
之道，其説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
《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
日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而
獨無及于詩者。逮翼奉受《齊詩》，始得五際六情之説以行災異，而其
術竟無傳矣。《漢志·藝文》亦不存其目，緯書所列《推度災》，則或
《齊詩》授受之遺，惜其不著耳。②
陳喬樅亦以爲《詩緯》用《齊詩》，其《〈詩緯集證〉自叙》云：“漢儒如翼奉、郎
顗之説《詩》多出於緯，蓋齊學所本也。”又謂：“齊學湮而《詩緯》存，則《齊
詩》雖亡而猶未盡泯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爲絶學矣。”③《漢書·翼奉
傳》有關翼奉（生卒年不詳）《詩》學的記載包括：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
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
之占。④
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⑤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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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鍾肇鵬：《讖緯論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６ 頁。
〔明〕孫瑴：《古微書》，載於《緯書集成》上册，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 頁。
〔清〕陳喬樅：《詩緯集證》，載於《緯書集成·叙》上册，第 １ 頁。
《漢書》，第 ３１６７ 頁。
《漢書》，第 ３１７２ 頁。
《漢書》，第 ３１７３ 頁。
翼奉學《詩》於后蒼，《翼奉傳》所謂“聞之於師”者指聞諸后氏。《齊詩》有
“五際”之説，《漢書》顔注引孟康曰：“《詩内傳》：‘五際，卯、酉、午、戌、亥
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
證》説：“孟注所引《詩内傳》，臧氏鏞堂云：是《齊詩内傳》之文也。”①考《詩
緯·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
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②又《汎歷樞》云：“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
在天門，出入候聽。”③“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
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
爲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④明《詩緯》用《齊詩》。
郎顗（生卒年不詳）是東漢治《齊詩》的學者，《後漢書·郎顗傳》云：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
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顗少傳父業，兼
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鋭
思，朝夕無倦。⑤
郎顗曾上書引《大雅·烝民》“赫赫王命⑥，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曰：
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
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
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由此。⑦
“五際”之説見前。孔穎達（５７４—６４８）《毛詩正義》引《詩緯》解釋“四
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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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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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載於《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卷二，第 １ 頁上。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重修緯書集成》，卷三，東京：明德出版社，１９７１ 年，第 ３０ 頁。
《重修緯書集成》卷三，第 ３９ 頁。
《重修緯書集成》，第 ３９—４０ 頁。
《後漢書》，第 １０５３ 頁。
案：《毛詩》作“肅肅王命”。
《漢書》，第 １０６９ 頁。
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
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
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①
《齊詩》“四始”之説賴《詩緯》而存其梗概。《詩緯》與《齊詩》的關係很密
切，很可能不少寫《詩緯》的人就是《齊詩》學者，所以我們要對最早亡佚的
《齊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就不得不借助《詩緯》。陳喬樅的《齊詩遺説
考》正以《詩緯》所見《詩》文、《詩》説歸入《齊詩》，他在《〈詩緯集證〉自叙》
中也説自己在各家輯本基礎上“增十之三，揭所據依，加以考訂，成《詩緯集
證》三卷，其舊所引未詳篇目者，别成一卷，都爲四卷，附於《齊詩》，亦敬奉
先大人遺訓以尋齊學之墜緒云爾”②。陳喬樅收集的《詩緯》材料不及安居
香山編的《緯書集成》齊備，今天我們運用《詩緯》材料，當據《緯書集成》。
説明了《詩緯》與《齊詩》的關係對三家《詩》遺説歸屬有何幫助呢？筆
者認爲由於《詩緯》用《齊詩》，而我們輯録的《詩緯》材料又明白可靠，那麽
以《詩緯》作爲推論、判斷《齊詩》遺説的方法，較諸師承法、删去法更可靠。
例如《詩緯·含神霧》：“陽氣終，白露爲霜。”③爲《齊詩·蒹葭》説。《含神
霧》：“契母有娀，浴于玄邱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
生契。”④爲《齊詩·玄鳥》説。又如《詩緯·推度災》：“百川沸騰，衆陰進；
山冢萃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十月之交，氣之
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
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
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
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⑤爲《齊詩·十月之交》説。《推度災》：“鵲
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⑥爲《齊詩·鵲巢》説。
又如《詩緯·汎歷樞》：“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⑦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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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２ 頁。
《〈詩緯集證〉自叙》，載於《緯書集成·叙》上册，第 ２ 頁。
《重修緯書集成》卷三，第 ２１ 頁。
《重修緯書集成》，第 ２４ 頁。
《重修緯書集成》，第 ３０ 頁。
《重修緯書集成》，第 ３１ 頁。
《重修緯書集成》，第 ４０ 頁。
《齊詩·騶虞》説。《詩緯》所用的《齊詩》詩説很可能只是一家之説，然而
《齊詩》早亡，唯賴《詩緯》存其梗概，今天我們重新檢視《齊詩》佚文遺説，
《詩緯》是一個重要的依據。
五、結　 　 語
清代三家《詩》學的研究與三家《詩》佚文遺説的輯佚工作相輔相成。
三家《詩》輯佚工作始於王應麟，清代則是輯佚工作的高峰。學者面對材料
甚夥的三家《詩》佚文遺説，分類是首要的工作。本文以劉向及《説苑》爲
例，重新探討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藉以小見大之法，指出
三家《詩》分類理論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清人誇大師法、家法的作用，以此
作爲通則，凡認定某人治某《詩》，其著作所見《詩》文、《詩》説就歸入某
《詩》，推而及之，祖輩治某《詩》，其子孫必定代代相傳。清人把這個認識用
在三家《詩》分類上，使三家《詩》佚文遺説大量增加，且家數判然。然而清
人强調師法、家法的同時，忘記了漢儒治學也有其别出心裁、博學多聞的特
色，因此在判斷家數的時候往往有牽强附會的地方。我們今天重新檢視三
家《詩》材料，不宜再囿於清儒師法、家法之説，雖史籍明載某人治某《詩》，
亦不應據此即斷其《詩》學家數，當詳考其治學歷程、以其《詩》説比對同屬
某家《詩》學者之《詩》説，辨明異同，始下判斷，即使二人同治某家《詩》，其
引《詩》、説《詩》的文字亦容或有異，不必如清人般强求一致。
今人研究三家《詩》離不開清人的輯佚和研究材料，然而，上文舉例論
證以陳喬樅、王先謙爲代表的三家《詩》分類理論的問題，讓我們不得不重
新檢視清人留下來的成果。我們在學者已有的研究基礎上，著手輯録先秦
兩漢典籍引用《詩經》、解釋《詩經》的材料，另外附上石經《魯詩》及漢簡
《詩經》的文字，排比對照，彙編成《先秦兩漢古籍引〈詩〉説〈詩〉資料彙
編》。我們認爲具體分析《先秦兩漢古籍引〈詩〉説〈詩〉資料彙編》中古籍
引《詩》、説《詩》的材料，一方面可以了解先秦至兩漢古籍中《詩》文、《詩》
説的因襲情況；另一方面可以藉此重新檢視這些重文材料在三家《詩》佚文
遺説中的性質和歸屬。過去三家《詩》學研究也都集中利用兩漢古籍，我們
在資料彙編裏把先秦古籍也包括在内，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爲三家《詩》學多
提供一個研究的角度。兩漢四家《詩》中，魯、韓、毛三家與荀子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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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釋《詩》的訓詁材料，既爲《毛傳》襲用，亦見於《魯詩》訓詁佚文，可
見各家《詩》學源頭都可能來自先秦。“秦火”以前《詩經》很可能有一個比
較穩定的傳本，而兩漢《詩經》學又源於先秦。現在我們再研究兩漢《詩》
學，應該把研究的角度擴闊，先將先秦兩漢典籍與《詩》相關的材料輯録，細
心對比，考察《詩經》文本、《詩》説的歷時發展。古籍明引，或兼顧各方證據
推定爲某家經文、《詩》説的材料，自可注明家數，但假如古籍引《詩》出處未
明，或證據不足以推定家數，則應當實事求是，只須説明某書引《詩》異文作
某，或《詩》説爲何，斷不必如清人般强行分類，因爲這些家數未明的異文異
説，很可能因襲自先秦古籍，也可能來自四家《詩》以外的另一家，也可能只
是古籍傳鈔過程中出現的異文而已。《先秦兩漢古籍引〈詩〉説〈詩〉資料
彙編》只是一個起點，以後我們還要把兩漢以後古籍引《詩》、説《詩》，以及
緯書中與《詩》有關的材料輯録進去，方便學者更深入、全面地研究《詩經》。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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